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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务舞蹈作品著作权归属问题的疏解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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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职务舞蹈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具有显著的体制特征，而法律法规尚无针对此类作品的专门著

作权归属规则，致使实践中权属认定的法律适用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解决职务舞蹈作品著作权归属问

题，应在充分考量编导的独创性贡献、舞蹈作品及其创作的独特性、职务舞蹈作品创作体制的特殊性

以及法律解释和政策激励机制的有效性诸要素的基础上，从法治、政府治理、行业自律三个方面展开：

将职务作品著作权归属的一般规则与专门规则相结合，合理确立职务舞蹈作品的权属；针对舞蹈行业

的特性，制定促进性部门规章、政策和行业标准；通过行业自律公约促进形成尊重舞蹈作品著作权的

行为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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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是繁荣文化市场和提振文化自信的重

要形式。新时代文化的高质量发展对优秀舞蹈作

品的需求与日俱增，而职务舞蹈作品作为我国优

秀舞蹈作品的重要来源，在丰富文化市场和弘扬

时代精神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我国，存

在大量职务舞蹈作品的创作事实，明晰职务舞蹈

作品的著作权归属，是激发舞蹈创作者们高质量

创作源动力的核心精神诉求和经济诱因，更是确

保我国舞蹈艺术持续繁荣的前置条件。 
近年通过春晚广为传播的《碇步桥》《只此

青绿》等一批优秀职务舞蹈作品在相当程度上带

动了舞蹈相关市场的需求。观众们惊艳于作品中

水载万物、人与自然相生的灵动诗意以及优秀文

博传统文化创造性地转化为舞姿的瑰丽胜景，但

对这些舞蹈精品背后的创作艰辛以及著作权维

权的曲折历程知之甚少，而正是这些讼争，让职

务舞蹈作品著作权归属制度的疏漏浮出水面。在

我国频繁发生的职务舞蹈作品著作权纠纷相关

司法实例中，著作权归属问题始终是争议的焦

点。由于我国职务舞蹈作品的创作及其传播具有

显著的体制机制特征，但法律法规尚无针对该特

征的专门著作权权属规则，致使司法裁判的不确

定性增加。专门认定规则的缺失业已影响法律在

适用上的安定，导致类案不同判的现象时有发

生。而舞蹈界与法律界的客观割裂，使两界皆对

职务舞蹈作品的著作权归属问题的研究疏于关

注。本文拟从职务舞蹈作品权属认定存在的现实

困境出发，结合职务舞蹈作品创作与传播的特殊

性对其权属认定规则进行考量，提出解决职务舞

蹈作品著作权归属问题的可行路径。 
 

一、职务舞蹈作品著作权归属认定 
的实践困境 

 
(一) 立法上专门认定规则及相关司法解释

缺失 
职务作品制度的核心在于依据本职工作过程

中的不同情形对作品著作权的归属进行法律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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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通过合同约定，一般职务作品与特殊职务作品

也以著作权归属的不同规则而区分[1]。其中，特

殊职务作品包含投资型职务作品、约定型职务作

品以及媒体型职务作品，考虑到单位提供的物质

技术条件对投资型职务作品的完成起到重要作

用，法律将单位设定为该类作品的著作权人[2]。

在未签订合同约定著作权归属的情形下，职务舞

蹈作品是属于一般职务作品还是特殊职务作品

中的投资型职务作品，往往成为实践中争议的焦

点，不同的认定也决定了作品完全不同的著作权

归属—— 舞蹈编导或者单位。在舞蹈作品的创作

中，舞蹈编导是事实上的自然人作者，作品的完

成主要依赖于舞蹈编导的创作灵感、艺术素养和

社会经验而形成个性表达，舞蹈作品与《著作权

法》第十八条第二款第一项所列举的投资型职务

作品——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示意

图、计算机软件等相比，显然是非同质性作品，

舞蹈作品具有更强的人身依附性。我国职务作品

权属规则并未细化且关照到这一特殊性，在实践

中，职务舞蹈作品极易因其对单位物质技术条件

的需求而被认定为投资型职务作品，导致出现  
舞蹈编导仅享有署名权、单位享有著作权的权属

安排。其结果是舞蹈编导的创作者地位被弱化，

并由此丧失了对作品后续传播的控制权，不仅难

以获得应有的市场回报，也影响到职务舞蹈作品

的持续高质量创新与传播。因此，制定针对职务

舞蹈作品权属的专门规则或司法解释极具必要

性，是实现舞蹈编导与单位之间利益平衡的法律

保障。 
(二) 司法裁判中著作权归属认定的法律适

用存在不确定性 
在我国，关于职务舞蹈作品权属问题的纠纷

并不鲜见，如 2006 年的“吉祥天女”案
①
与 2019

年的“碇步桥水清悠悠”案
②
均为司法裁判中涉

职务舞蹈作品著作权归属认定的典型实例。两案

皆以舞蹈院团编导的职务创作为背景，被告皆以

涉案作品系职务作品而原告(舞蹈编导)不享有完

整的著作权为抗辩理由。由于职务舞蹈作品权属

专门规则的缺失，赋予了法院较大的自由裁量空

间，两案在相似事实背景下，就职务舞蹈作品著

作权归属问题，法院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作出了

截然不同的裁判。 
在“吉祥天女”案中，原告原北京军区战友

歌舞团舞蹈编导茅迪芳以著作权人身份起诉，称

由被告张继刚以编导署名并由被告中国残疾人

艺术团出演的舞蹈作品《千手观音》存在抄袭其

编导的舞蹈作品《吉祥天女》的著作权侵权行为。

法院通过确认原告与其单位为作品创作提供的

物质技术条件，以“是否为物质技术条件的提供

方、保障方”为认定标准，依作品创作时间适用

1990 年《著作权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一)项③
，

并对该条款作扩大性解释，认定涉案作品为投资

型职务作品，其著作权由编导所在单位享有，故

原告主体不适格。该案审理中，支撑法院作扩大

解释的论证理由明显存在漏洞：首先，法院直接

将舞蹈作品的创作需要物质技术条件这一事实

与上述条文中“主要利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

等同，忽略了舞蹈作品创作所需条件的主次关

系；其次，法院将单位向舞蹈演员支付薪酬的行

为与“承担相应的责任”混为一谈，条文中“承

担相应的责任”应当是指“侵权责任”的承担，

即为参与创作的工作人员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后果承担责任[3]。而以劳动合同为依据发放工资

是用人单位应承担的义务，即使不存在涉案作 
品的创作事实，单位也需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 
履行这一法律义务。最后，“舞蹈作品”显然与

该项列举的“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说明、

计算机软件、地图等职务作品”为非同质类作品，

将舞蹈作品作扩大解释纳入该项规定显然偏离

了法意。 
在“碇步桥水清悠悠”案中，原告浙江音乐

学院的青年舞蹈教师李佳雯以被告剽窃其在工

作期间编创的舞蹈作品《碇步桥水清悠悠》为由

提起著作权权属与侵权诉讼。一审法院以原告在

获奖证书上的署名认定其创作者地位，但基于原

告的教师身份，尽管原告李佳雯提交了浙江音乐

学院舞蹈系出具的其为涉案作品著作权人的证

明，一审法院以此证明非浙江音乐学院出具为

由，认为无法确定原告与其单位浙江音乐学院就

作品的权属分配合意，故以特殊职务作品的权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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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裁判原告就该作品仅享有署名权
④
。而二审

法院在确认相同事实的基础上，根据 2010 年《著

作权法》第十一条第四款之规定
⑤
，通过涉案作

品上的署名判定原告享有完整的著作权，将涉案

作品明确排除在特殊职务作品的范围之外
⑥
。更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案书证中，即全国第五届大

学生艺术展演获奖舞蹈作品名单上，浙江音乐学

院是优秀创作奖的获奖主体，原告则以指导教师

的身份署名。而在舞蹈业界的普遍认知中，指导

教师仅仅具有在排练中帮助舞者理解作品和表

演作品的排练者身份，其与舞蹈编导的贡献不能

相提并论。可见，涉案作品著作权归属的认定已

然牵涉出特殊的创作背景下职务作品分类标准

模糊以及分配规则疏漏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则

导致了相关讼争法律适用的更多不确定性。 
(三) 政府公共政策及行业自律公约未能发

挥应有的治理作用 
在相关法律尚不能细致关照特定作品创作

的具体背景时，创作者与其单位就作品著作权归

属的约定就显得尤为重要。舞蹈作品著作权权属

合同以一方邀约为开端，以权利分配为内容，是

职务舞蹈作品创作之初创作者与单位依法达成

合意的民事协议。然而，舞蹈编导与单位形成劳

动关系后具有劳动者地位，使其难以成为邀约的

主体并就职务作品的权益分配向单位提出缔约

请求，因此，单位在作品权属合同的订立中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4]。现实中，单位在约定职务舞

蹈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上亦缺乏积极性。鉴于著作

权法的作者立场，单位法人代表缺乏主动了解以

保护作者权利为旨趣的著作权法及其中的职务

作品规则的主观意愿。我国《著作权法》第十八

条第二款规定作者与单位之间可就作品权属进

行约定，即可为亦可不为，该任意性条款在现实

舞蹈创作环境中明显失效。我国职务舞蹈作品创

作常常是“命题作文”的创作模式，单位作为创

作任务的指派方与作品主题的主导者，其行政地

位容易造成其认为单位对作品当然享有后续使

用的系列权利。而舞蹈演出活动作为单位后续使

用职务舞蹈作品的主要途径，也因舞蹈行业缺乏

符合著作权法规范的统一署名标准，使作品传播

过程中舞蹈编导的作者身份和相关权益被一再

漠视，为此频繁发生纠纷乃至在维权中著作权权

属不明就不足为奇了。 
文化和旅游部作为统筹规划我国文化事业

与文化产业发展的职能部门，承担着拟定文化旅

游政策和起草相关法律法规草案的政府职能，故

在促进舞蹈相关行业标准的施行上应有所作为。

仅就与著作权权属强相关的署名问题观察，我国

目前尚无针对舞蹈行业各种展演及传播的署名

规范，文化和旅游部亦未在《营业性演出管理条

例》中对舞蹈作品的演出署名作出具体要求。而

舞蹈作品创作相关人员的复杂结构与行业署名

标准的缺失，导致全国各类演出和各级赛事中的

署名方式五花八门，一些展演及获奖信息中经常

只出现舞蹈作品名和演出单位名称，这既是对付

出创造性劳动的编导、舞者、作曲等人的价值的

漠视，也非常不利于作品在使用传播中相关权属

的明示。署名不仅关涉著作人身权的行使，而且

是作者在行业内外累积声誉、接受技艺评价的主

要参照。换言之，职务舞蹈作品的署名规范与权

属界定影响着舞蹈作品创作者的素质提升和舞

蹈行业的繁荣发展[5]。当下在舞蹈作品著作权归

属问题上的状况是，舞蹈行业既缺少政府公共政

策的明确引导，也尚未形成行业内部对该问题的

共识。职务舞蹈作品作为我国优秀舞蹈作品的重

要来源，是国家发展文化事业和繁荣文化产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已经看到，在前述案例中，

当侵害职务舞蹈作品著作权的行为发生时，即使

作者提起侵权诉讼，也由于权属不明致使维权不

能或裁判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如果政府治理以及

行业自治中继续漠视职务舞蹈作品相关利益的

分配正义，放任舞蹈作品使用中的行为失范及传

播中的署名标准缺失乱象，会导致职务舞蹈作品

著作权纠纷的更频繁发生，从而制约职务舞蹈作

品的持续高质量创新与传播。 
 
二、影响职务舞蹈作品著作权归属 

的关键因素 
 

在我国舞蹈行业现有体制机制下，职务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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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具有显著的创作和传播特征，它们是深度影

响职务舞蹈作品著作权归属认定的客观要素。我

们将通过对职务舞蹈作品创作和传播中诸因素

的分析，以期厘清其对确认著作权权属的影响。 
(一) 舞蹈编导法律地位的双重性 
一是舞蹈编导的作者地位。舞蹈编导基于生

活体验或艺术灵感确定舞蹈主题后，通过选择不

同的舞蹈形式、塑造舞蹈形象、设计舞蹈动作、

构思表现手法等活动，创作出表达自己独特构思

的舞蹈作品。即使是所在单位下达的“命题作

文”，以不同编导的个性体验、感悟和创作灵感，

依然可以呈现出风格迥异的舞蹈作品，只要这些

舞蹈表达具有独创性，就能够成为受著作权法保

护的客体。尽管舞蹈创作中需要融合编舞、音乐、

服装、舞台设计等多角度的智力劳动，但这些不

同侧面的表达需围绕编导的创作主导思想进行，

编导的核心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即使舞蹈作品中

的音乐、服装、舞台设计等其他智力活动表达能

够达到独创性的高度，基于作品创作中的贡献度

和简化作品权属关系以利于传播的价值考量，编

导是作者的法律定位仍是最具公平和效率的制

度安排。在舞蹈业界的普遍认知中，任何舞蹈作

品的创作过程都是舞蹈编导将社会生活提炼并

转化为艺术作品的发展过程[6](230)。故编导在舞蹈

作品创作活动中核心地位的认定和作者身份的

确立，既具法理正当性又有实践基础支撑。需要

注意的是，实践中应厘清“舞蹈编导”与“排练

者”二者在法律地位上的差异。“排练者”这一

角色承担着帮助舞蹈演员理解舞蹈作品、塑造舞

蹈角色的责任[7]。“编舞”的不断完善与“排练”

的反复精进是舞蹈表演追求完美的必经之路。

“排练者”明确的工作任务中不包含从无到有的

舞蹈创作，虽不排除排练者要通过智力活动来完

成排练，但该过程本质上不具备体现原创和主导

意义的创作属性。因此，在法律意义上，排练者

不满足作者的构成要件，亦不能就其舞蹈排练工

作主张著作权。当下舞蹈行业中，从业者常将二

者混为一谈，以至于存在舞蹈排练者要求确认其

享有舞蹈作品著作权的案例
⑦
。 

二是舞蹈编导的劳动者地位。根据职务作品

的规定，作为创作者的自然人与单位存在着劳动

关系，并受到劳动法律关系的约束。鉴于此，舞

蹈编导是与其所在单位存在劳动关系并受该关

系约束的劳动者，上述劳动法律关系的双方当事

人已经就舞蹈作品的创作与编排是舞蹈编导的

主要劳动活动这一事实达成了合意，并以此作为

劳动关系形成的基础。舞蹈编导耗费大量心力，

在工作中运用专业知识创作出舞蹈作品的过程

为“舞蹈编导完成工作任务”的过程，在这一过

程中诞生的舞蹈作品符合职务作品的规定。实践

中需要注意的是，应厘清职务舞蹈作品与自然人

舞蹈作品、法人舞蹈作品的关系。首先，若舞蹈

编导的创作活动在非工作环境下(非工作时间、非

工作地点等[8])进行，这种情境下的创作不同于

“舞蹈编导完成工作任务”，舞蹈编导的创作成

果不能被简单地纳入职务作品的范畴，应属于自

然人作品。其次，职务作品与法人作品的区别在

于法人作品“体现了法人的意志”。若赋予“体

现了法人的意志”宽泛解释，将法人在作品创作

中的指示性要求视为作品的独创性表达，会掩盖

并取代创作者的个性与创造性投入[9]。因此，仅

是提出创作任务及原则性要求，不能视为“体现

了法人的意志”，舞蹈作品亦不能因此划归法人

作品的范畴。 
(二) 舞蹈作品及其创作过程的特殊性 
舞蹈作品与其他供舞台表演的作品具有较

大不同。在《著作权法》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
列举的“音乐、戏剧、曲艺、舞蹈、杂技艺术作

品”等同类作品中，音乐、戏剧、曲艺等作品在

供表演者舞台表演前一般都具备完整的音乐乐

谱、戏剧剧本、曲艺脚本，舞蹈作品则不尽然。

尽管国际舞蹈界存在诸如拉班舞谱(labanotation)
这种以结构描述的形式分析和记录人体舞蹈动

作的标准系统[10]，但该舞谱系统以西方现代舞理

论为基础，对我国民族民间舞蹈及古典舞中惯用

的气息、身韵等常规表达方式无法准确记录，故

我国舞蹈行业的专业编导不太认可其实用性，业

界也鲜有能熟练使用舞谱来完成舞蹈创作的编

创人员。一般情形下，舞蹈编导在实质性创作过

程中，多以初步舞蹈设计文案结合排练中对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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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传身授和舞台效果的精进改良，来完成对舞

蹈作品的完整创作，也就是说，原创舞蹈作品的

完整呈现需要涵盖前期舞蹈创作文案并延展到

创作性排练活动完成所形成的舞蹈设计表达[11]。

这种特殊的创作过程需要以作者与排练者、舞者

共同参与为基础。这里的“作者”主要指舞蹈编

导，创作阶段的“排练者”通常也是舞蹈编导，

而舞蹈作品尤其是经典舞蹈作品在传播阶段的

排练者往往会另易其人，但无论哪种情形，都不

会排除排练者和舞者在舞蹈的创作、演绎和传播

过程中由于具有独创性贡献而成为合作作者的

可能性。 
(三) 我国职务舞蹈作品创作机制的独特性 
一是创作模式的特殊性。在我国舞蹈院校与

舞蹈院团中，职务舞蹈作品的创作动机主要有两

类：①以编创舞蹈作品为工作任务的舞蹈编导基

于创作灵感自主进行舞蹈创作；②单位为了展

演、参加舞蹈比赛或申报政府艺术基金等活动向

在岗的舞蹈编导分配创作任务。基于此，形成了

舞蹈编导主动和被动的两种创作动机。目前，我

国各舞蹈院团多形成了“先商议、后创作”的固

有创作模式，即在舞蹈编导与所在单位就特定舞

蹈作品的创作主题与规模达成共识后，单位为舞

蹈编导提供资金并同意舞蹈编导利用单位的舞

蹈演员与场地等，在此前提下，舞蹈编导得以进

行实质性创作，据此形成我国职务舞蹈作品相对

固定的创作机制。 
二是创作条件的特殊性。基于舞蹈作品创作

过程的特点，完整的舞蹈作品呈现不仅需要舞蹈

编导的智力劳动，还需具备以下条件：①舞者。

舞蹈作品是通过舞者的动作、表情传递情绪的，

舞者是舞蹈动作及情绪得以展现的主体，是将舞

蹈编导的灵感与构思传达给观众的媒介。若仅有

编导形成的设计文案，许多舞蹈作品是难以完整

表达的，尤其是一些大型职务舞蹈作品的创作，

要求舞蹈演员同编导一起耗费大量的时间与精

力来打磨与完善，以使作品的舞台呈现尽善尽

美。②资金和其他物质技术条件。舞蹈艺术是由

音乐、道具、灯光、服装等构成的综合性艺术，

因此，这里的资金不仅指编导、舞者的人工费用，

还包括完整的舞蹈表演所需的音乐、道具、灯光、

服装等要素的相关支出。③场地。舞蹈是空间艺

术，在职务舞蹈作品的创作中，单位需提供与作

品规模相匹配的创作场地，以满足编导的创作与

演员的排练需求。对单位人力、物力与财力的利

用贯穿职务舞蹈作品的整个创作过程。 

 

三、确立职务舞蹈作品著作权归属 
的法律适用与政策机制解析 

 

(一) 职务舞蹈作品相关权属规则适用的合

理性解释 
实践中，职务作品权属制度安排形成了创作

主义、投资主义和意定主义三种取向下的著作权

归属模式。我国《著作权法》第十八条已基于法

定主义或意定主义取向对上述三种权属原则作

出了技术性规范设计，但该条文在舞蹈领域的适

用情况并不乐观。基于单位与编导的劳动关系，

职务舞蹈作品权属合同缺失在我国成为一种常

态。在此背景下，职务舞蹈作品能否被认定为投

资型职务作品是实践中最具争议的问题。投资型

职务作品的权属安排以单位提供创作所需的物

质技术条件和承担责任为前提，以著作权由单位

享有为核心内容。该规则为单位就作品的后续使

用和传播提供了便利，亦为其就作品的创作投入

获得市场回报提供了法律基础，体现了极强的

“厚单位主义”立场，由此在相关实践中频现职

务舞蹈作品被认定为投资型职务作品的情形。但

我们认为，职务舞蹈作品不应被当然地认定为投

资型职务作品，其理由主要有三个。 
第一，职务舞蹈作品与法律规定的一般投资

型职务作品不属于同质作品。与《著作权法》第

十八条所列举的工程设计图、产品设计图、地图、

示意图、计算机软件等一般投资型职务作品不

同，舞蹈作品是以动作、情感、时间和空间为创

作要素的艺术形式，较难凭借文字、符号或图形

予以准确记录和传播。虽然我国古代以及目前国

外存在能够记录舞步的舞谱，但我国针对舞谱的

学习和研究并未有效普及，至今会使用舞谱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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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的人凤毛麟角[12]。因此，在舞蹈演员依据舞

蹈编导的创作用肢体展示可视的舞蹈表演前，许

多舞蹈作品是无法完整呈现的。尽管现实中部分

舞蹈编导会根据自己的习惯在创作过程中留下

书面和排练影像记录，或者在舞蹈作品公开表演

后留下完整的影像记录，但这些记录在脱离舞蹈

编导的个性化解释时，未直接参与创作的第三人

通常无法仅通过符号、图形、文字或影像记录来

准确诠释舞蹈作品。舞蹈表演与舞蹈编导间紧密

的依附性，是确保舞蹈作品完整性和传播品质专

业性的保障。反观《著作权法》第十八条列举的

一般投资型职务作品的类型，设计图、地图、计

算机软件等带有显著的技术属性和表达客观性，

作品中作者的人格烙印非常淡薄，创作完成后，

任何单位、同行业技术人员甚至普通消费者均可

以通过承载作者技术思想的图像、数据、文字及

程序语言等理解和使用作品。也就是说，该类作

品对作者的人身依附性不强。有鉴于此，即便是

完全利用单位提供的“专门”物质技术条件创作

的职务舞蹈作品，也不能因其“投资”的共性而

否认舞蹈作品对编导的强烈人身依附性，漠视或

剥夺舞蹈编导署名权之外的其他著作人身权乃

至财产权。 
第二，职务创作中完成工作任务需要的一般

条件与“专门”物质技术条件不应混同。一方面，

在固有的创作机制下，虽然职务舞蹈作品是在单

位的物质技术条件下完成的，以编导一己之力很

难完成这种舞蹈的创作，尤其舞蹈演员的肢体表

达需要在排练过程中逐步完善，但以此为判断标

准将职务舞蹈作品认定为投资型职务作品，会得

出所有职务舞蹈作品都是特殊投资型职务作品

的错误结论。另一方面，在职务舞蹈作品的创作

中，舞蹈创编对舞蹈演员及排练场地的使用本就

属于舞蹈院团和学校等单位日常运作的一部分，

尤其是体制内相关单位负有为国家各类文艺活

动提供舞蹈表演的职责。因此，单位为职务舞蹈

作品创作提供的一般性物质技术条件不宜作为我

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十一条第二款在解释投

资型职务作品中“专门提供的资金、设备或者资料”

中明示的“专门”条件。 

第三，投资型职务作品的权属规则还切断了

编导与舞蹈作品传播的实质性连接，不利于舞蹈

作品后续舞台表演品质的维持。《著作权法》对著

作权的保护包括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两方

面。对绝大多数耗费时间与心力进行创作的舞蹈

编导来说，他们不仅渴望自己的名字能永远附着

在呈现给公众的作品上，而且把自己的作品看作

孩子，即使在向公众介绍之后也必须加以观察和

控制[13]。基于客观的创作事实，职务舞蹈作品无

疑是舞蹈编导个性的体现，这种个性体现是舞蹈

原创的前提，亦是文化多样性的存在基础。我国

《著作权法》通过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

护作品完整权之著作人身权制度安排确保作者

对作品的署名及其传播中个性的坚守，制度旨趣

正是对这种个性之表达的文化价值的认同和人

身利益的保护。另外，投资型职务作品权属规则

的设立本意还在于以便单位在作品的传播和经

营中承担产品责任，若将职务舞蹈作品纳入投资

型职务作品，会导致在舞蹈作品的表演中逐渐偏

离编导创作本意，从而导致传播隔阂，无法达到

文化传播的理想效果[6](273)。例如，由郑州歌舞剧

院舞蹈编导陈琳创作的舞蹈作品《唐宫夜宴》在

河南台春晚表演获得巨大社会反响后，就有某互

联网平台要求在该平台的表演中加入流量明星

作为舞蹈主演，而原作品中饰演可爱的唐宫仕女

乐师的 14 位舞蹈演员仅作为伴舞，此要求在编

导的坚持下被拒绝。可以预见，舞蹈作品的表演

与二次创作、传播如果离开了编导的控制，对作

品的个性、风格、品质的坚守就基本沦为空谈。

因此，通过权属规则使编导能够现实有效地控制

舞蹈作品，是保障其高质量传播的必要条件。综

上可见，职务舞蹈作品不应适用一般投资类特殊

职务作品的定位及其权属规则。 
(二) 职务舞蹈作品创作与传播激励政策机

制的有效运行 
准确把握我国职务舞蹈作品相关利益链的

特殊性是构建有效激励机制的前提。在我国舞蹈

行业中，许多舞蹈院团尤其是体制内单位存在一

定比例不以经济利益作为主要回报的创作事实，

舞蹈作品的艺术价值与社会影响是更重要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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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因素。而职务舞蹈作品创作与传播的过程正是

作品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实现的过程[14]，在此机

制下，单位往往以作品在舞蹈展演、竞赛等活动

中取得的荣誉作为投入的预期回报，这也是职务

舞蹈作品创作频现“命题作文”的背后缘由。尽

管集体声誉刺激着单位对职务舞蹈作品的组织

热情，但舞蹈编导能否对作品赋予思想灵魂和艺

术贡献才是作品能否实现预期回报的关键。因此，

“命题作文”对舞蹈编导创作空间的压缩，编导

与单位的隶属关系对其主张作品权属和利益分

配话语权的限制，会导致舞蹈编导的创作激情与

动力逐渐消减，直接影响职务舞蹈作品的高质量

创新和传播，使职务舞蹈作品的产出陷入有量无

质的低水平循环，而在劳动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

的单位，则成为职务舞蹈作品投入产出回报的最

大甚至唯一受益者。如此显失公平的利益分配格

局，不利于形成高质量的职务舞蹈作品的创作与

传播激励机制。 
鉴于上述分析，为了实现职务舞蹈作品创作

与传播激励机制的良性运转，法律理应回归确立

舞蹈编导的创作中心和权利本位的基本立场，并

全面关照作品利益链相关主体的权益。一方面，

对于舞蹈编导来说，其所拥有的唯一资产就是舞

蹈创作[15]，而其期待的作品创作及传播中的利益

无非两种：一是精神类诉求，如通过作品展演和

竞赛提高知名度并实现专业抱负；二是财产类诉

求，凭借作品荣誉、商演得到经济回报和其他派

生待遇[16]。许多艺术作者重视精神上的回馈，更

期望浸润在作品中的个性表达被尊重[17]，若没有

保护作品完整性的著作人身权为作者的精神类

诉求提供保障，这些创作者可能不再具有创作作

品的理由或动因[18]。因此，除署名权以外，应赋

予编导对舞蹈作品传播中的相关控制权，以确保

作品中的个性表达不因传播中的不当演绎而被

歪曲篡改，也即编导在对财产权的控制中实现对

作品完整权以及对其表达的自决权的保护[19]。这

也是艺术类创作包括本文所讨论的职务舞蹈作

品不宜被划归投资型职务作品的核心原因。也正

因此，在利用政策、法律、行规构建相关激励机

制时，精神上的激励和财产上的激励均不可或

缺，在一定程度上精神的激励效应更为长久。另

一方面，舞蹈院团是职务舞蹈作品相关利益链的

全程运营者，只有在利益共同体意识之下作出的

资源配置和利益安排，才可能形成一个可持续的

激励机制。当一位舞蹈编导凭借优秀作品声名远

扬时，对其所在舞蹈院团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 
益回报的加持是必然的。舞蹈编导作为在作品的

创作中最不可替代的一部分，与单位应当是荣辱

与共的关系，舞蹈编导的收益与单位就职务舞 
蹈作品获取的利益是成正比的[20]。若要发挥激励

创造的著作权效用，促进作品的生产，创造者的

权益必须首先得到保障[21]。鉴于此，政府主管部

门在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和构建激励机制时，应

针对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回归创作中心，维

护作者的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并重视作品价值

链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保护诸如舞蹈表演

者、舞蹈音乐创作者、舞蹈服装设计者等的创造

性劳动，进而为职务舞蹈作品的创作与传播打造

良好的知识产权生态，以激发舞蹈文化繁荣的内

生动力。 

 

四、职务舞蹈作品著作权归属问题 
的疏解路径及具体措施 

 

高质量创新是推动我国舞蹈艺术健康发展

的新时代要求，只有合理公平地确认职务舞蹈作

品的权属，才能为有效激励高水平职务舞蹈作品

的创作提供持续的内生动力。职务舞蹈作品著作

权归属问题的疏解，需要法律规范的准确解释与

适用、切实有效的公共政策引导以及舞蹈行业的

自觉践行三者相结合，从法治、政府治理、行业

自律三个路径，为全面优化职务舞蹈作品的创作

与传播环境提供制度和机制支撑。 
(一) 职务作品著作权归属一般规则与专门

规则的结合适用 
以职务作品著作权认定的一般规则作为基

本规则，结合专门规则并排除投资型职务作品规

则，是解决职务舞蹈作品著作权问题的根本措

施。其适用的具体思路为：首先，将《著作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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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第一款的一般职务作品规则作为职务

舞蹈作品著作权认定的基本规则，确认舞蹈编导

享有职务舞蹈作品完整的著作权，同时给予单位

就作品的使用享有长期的优先权，以及在职务舞

蹈作品完成两年内单位可以独占使用作品的权

利。在没有相反证据时，根据一般职务作品的权

属规则，舞蹈编导是职务舞蹈作品的著作权人。

这一权属安排可确保舞蹈编导在创作及传播过

程中与作品始终连接，符合舞蹈作品创作与传播

的价值链特征和要求。其次，从司法建议逐步过

渡到司法解释，排除投资型职务作品权属规则在

职务舞蹈作品上的适用。鉴于在以往实践中，投

资型职务作品规则被频繁适用于职务舞蹈作品

权属的认定，通过司法建议对能动司法的引导作

用，合理解释该规则在职务舞蹈作品权属认定中

适用的不正当性，在条件成熟后，再考虑以司法

解释排除投资型职务作品权属规则在职务舞蹈

作品上的适用，以增加司法裁判的安定与可预见

性。最后，充分发挥特殊职务作品权属规则中的

合同约定所给予的灵活性，单位可以通过与舞蹈

编导就特定职务舞蹈作品订立著作权权属合同

以获得著作权，并细致划分不同性质著作权的归

属，如著作人身权基本属于编导而著作财产权中

的重要类型属于单位。这样的权属安排，即使在

法定规范中职务舞蹈作品不适用投资型职务作

品的权属规则，在职务创作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

的情形下，单位仍可通过合同约定获得特定职务

舞蹈作品的著作财产权，并针对具体个案细致分

配利益相关者的权益。 
(二) 主管部门制定促进舞蹈创作与传播的

法规、公共政策和行业标准 
法律规范与公共政策相衔接以提高治理效

能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实践的重要经验。文化和

旅游部作为政府主管部门，在推动我国舞蹈行业

的著作权环境优化上理应有所作为。一是制定法

规或专门政策疏解法律在关照职务舞蹈作品权

属规则不足的问题，如对于某些具有重要文化使

命、重大题材的职务舞蹈作品，可通过部门规章

明确其著作权归属，以落实《著作权法》第十八

条第二款第三项中著作权由单位享有的职务作

品之规定。二是在工作规划中纳入相关专项任务

和具体措施，将舞蹈作品创作及传播过程中可能

涉及的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学习与运用纳入舞蹈

行业人才培育计划，在行业政策中进行提升舞蹈

行业整体著作权意识和行为水准、构建和完善舞

蹈艺术发展的知识产权激励机制的顶层设计。三

是制定舞蹈演出及传播的行业标准或推动中国

舞蹈家协会等组织制定职务舞蹈作品著作权合

同范本等，在行业标准和合同文本中落实《著作

权法》和部门规章关于职务作品权属的相关规

则，明确舞蹈作品展演和各类赛事以及舞蹈传播

中的署名标准等。 
关于舞蹈作品的署名标准问题尤其值得强

调。数字时代存在诸多因素干扰信息的准确传

播，致使作者对维护自己的著作权感到力不从

心。在舞蹈作品的传播过程中，信息的改变易使

观众或作品的后续利用者无法准确把握编导或

著作权人的信息[22]。鉴于舞蹈行业尚未形成承载

作品著作权核心信息的署名规范，可能因署名混

乱造成创作者和权利人难以自证、利益相关者无

法确认相关权利的法律后果。因此，规范舞蹈作

品的署名标准，譬如将舞蹈作品著作权核心信息

的署名规范作为一个推荐性标准实施，对于改善

各类舞蹈演出和传播在署名上杂乱无章的现状，

降低后续权属纠纷发生的可能性，均有非常积极

的作用。 
(三) 行业协会通过自律公约提升共识以促

进著作权合规的行为自觉 
要形成一个尊重艺术、规范有序发展的舞蹈版

权环境，首先应该从健全行业规范入手[23]。行业

内部形成对舞蹈作品的著作权价值共识以及相

关行为合规是舞蹈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关

键性条件。我国各类文学艺术协会承担着组织会

员学习培训与创作实践、评奖表彰和职称评审、

成果展示和权益保护等工作
⑧
，可通过各级行业

协会自律公约发挥专业自治的优势，在行业全价

值链管理中贯彻著作权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并

以行规行约规范舞蹈行业共同体的行为。具体实

践可考虑分段展开：一是在作品创作阶段，通过

明确的法律规范或权属合同明晰职务舞蹈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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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作权权益分配，尤其是在投资结构复杂或创

作背景特殊的情形下，单位应积极主动地寻求与

创作者达成权益分配的合意，以格式化的合同文

本明确处于弱势地位的舞蹈编导及相关独创性

贡献者的权益[24]。二是在作品传播阶段，诸如舞

蹈比赛、展演等演出活动中和各类舞蹈作品的数

字化传播中，应以行业署名标准来规范传播行

为。政府主管部门可委托活动主办方或第三方承

担作品著作权相关信息的审查或确认职责，主办

方应重视并督促各单位参演职务舞蹈作品的署

名合规，并将知识产权合规相关事项写入舞蹈赛

事的参演要求以及活动流程中。鉴于当下数字化

传播已经成为舞蹈作品传播的重要方式，知识产

权合规要求也应进一步延伸到舞蹈作品的数字

化传播中。 

 

注释： 

 

①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6)海民初字第 26765 号

民事判决书。 
② 参见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 08民初 145号

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苏民终 99 号民

事判决书。涉案舞蹈作品《碇步桥水清悠悠》在 2023
年央视春晚节目中经修改更名为《碇步桥》，署名为：

编导李佳雯、袁竹，表演浙江音乐学院。 
③ 我国《著作权法》(1990 年)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一)项：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职务作品，作者享有署名权，著作权的

其他权利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享有，法人或者非法人

单位可以给予作者奖励：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非法人单

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创作，并由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承担

责任的工程设计、产品设计图纸及说明、计算机软件、

地图等职务作品。 
④ 参见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 08民初 145号

民事判决书。 
⑤ 我国《著作权法》(2010 年)第十一条第四款：如无相反

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 
⑥ 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苏民终 99 号民事判  

决书。 
⑦ 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05)海民初字第 17304 号

民事判决书、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6)一民终字

第 8897 号民事判决书。涉案舞蹈作品为我国经典舞蹈

作品《千手观音》，原告、上诉人刘某系作品的排练老

师，要求法院确认涉案作品系其创作，两法院均驳回其

诉求。 
⑧ 参见《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第二章任务，第

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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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sue and solutions concerning copyright ownership of service dance 
works in China 

 
LIU Hua, YANG Wenting 

 
(School of Law,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The cre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service dance works in China have striking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but there are no specialized rules for the ownership of the copyright of such works in laws 
and regulations, which results in considerable uncertainty in the legal application of ownership identification 
in practice. The path to solving the copyright ownership of service dance works should be based on fully 
considering the factors of the original creative contribution of choreographers, the uniqueness of dance 
works and their creation, the special nature of the service dance creation system,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and policy incentives. Besides, the solutions should be implemented from such three 
aspects as rule of law, government governance, and industry self−discipline: reasonably establishing the 
ownership of service dance works by combining general rules and specialized rules for the ownership of 
copyright; formulating promotional departmental regulations, policies, and industry standards for the dance 
industry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peculiarity of dance works; promoting the formation of behavior 
consciousness that respects dance copyright through self-discipline conventions of the industry. 
Key Words: service dance works; ownership of copyright; iden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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